

【題目】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與我的鄉土小說創作
◎宋澤萊主講
綱要：
【簡介】
1、 因為我是鄉土文學論戰受益最大的作家之一，我的〈打牛湳村〉4篇系列小
說是在論戰前後一、兩年所寫的。所以必須略為瞭解鄉土文學論戰，才能談我的小說創作。
●
A.按一般人的看法，均認為對鄉土文學論戰是以1977、04、01，《仙人掌》雜誌2期出刊，以「鄉土與現實」為標題，以「鄉土文化何去何從？」為副題，登載了11篇正反兩面的文章為起點；以1978、01、 19，國軍67年度文藝大會軍方贊同鄉土文學做為結束。共計有9個多月的論戰。但是對於前因後果，我們都必須注意。
●
B.鄉土文學論戰所以發生，無法排除政治因素，最重要的是：1970、11的「釣魚台事件」與1971、10、25台灣退出聯合國。在恐懼被國際出賣的氣氛中，激發了台灣人「反帝、愛鄉」的情緒，在風潮中，鄉土文學論戰就應運登場了，
●
C.鄉土文學論戰裡分成4個團體：
一是年輕的鄉土文學創作者與理論者，包括黃春明、楊青矗、王拓、陳映真、尉天驄、蔣勳……等人，他們帶有鄉土的意識，當然贊成鄉土文學，他們與他們的支持者批評許多留美學人是「洋奴」、「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崇洋媚外」，認為鄉土文學應該寫工農兵階級的文學、是現實主義文學、應該揭發社會的矛盾的文學，並批評台灣經濟是「殖民地經濟」、「買辦經濟」，種種觀念成了反對陣營攻擊的焦點。
※
一是台灣有日本經驗的老作家，包括葉石濤、鍾肇政……，他們有中國意識，但是難免有台灣本位的觀念，特別注重日治時代的文學。
※
一是朱西甯、銀正雄、彭歌、余光中、顏元叔、王文興、洛夫、尹雪曼、張忠棟、孫震……等人，這些人或者贊成鄉土文學創作、反對鄉土文學理論，或者完全反對創作和理論，某些人企圖影響軍方，動用軍方壓制鄉土文學。
※
一是胡秋原、任卓宣、侯立朝、曾祥鐸……等人，他們有人是黨國元老，在軍方裡很有力量，他們有風雨飄搖的國難經驗，反對官方壓制鄉土文學。
●
D.談鄉土文學論戰之先，必須瞭解，當時所有參加論戰的人，不管贊成或反對鄉土文學的人都是持著中國意識，包括「三民住統一中國」的這種意識，使得官方的批鬥變的有些困難與勉強。當中只有一個葉石濤比較特別，他當然是中國意識者，不過他認為鄉土文學必須以台灣為中心而且必須具有台灣意識。
●
E.鄉土文學乃是官方戰鬥文藝當局或支持官方戰鬥文藝人士對鄉土文學的鬥爭。批鬥分成兩面，一面是批評、壓制鄉土文學所帶有的地域、本省意識，以朱西甯、彭歌這兩人最為用力；一面是批評、壓制鄉土文學所帶有的工農兵、社會現實主義、揭發社會矛盾的成分，以余光中、彭歌最用力。
●
F.從論戰之初看起來，葉石濤、鍾肇政這個團體的台灣文學老作家是難以逃開官方的批判的，因為朱西甯、彭歌對於鄉土文學所帶有的地域、本省意識非常在意，但是，由於葉石濤、鍾肇政這個團體的老作家不願捲入論戰中，很快就保持沉默，退離了論戰，所以官方文人幾乎沒有真對他們作批評。官方乃集中精神，對左派意識的年輕的鄉土文學創作者與理論者展開鬥爭。方法是用栽贓的方法，把這一派理論家所說的「工農兵文藝」、「社會現實主義」、「揭發社會矛盾」的理論與中共的文藝理論掛上關係，極力指出他們被中共統戰所利用，必須「抓頭」，意思是要抓他們坐牢。年輕人當然極力辯駁，雙方劍拔驽張，氣氛非常緊張。
●
G.有兩次官方文藝大會在這9個多月裡舉行，可以看出官方是否要抓人。
一次是1977、08、29召開的國民黨中央舉辦「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這次反鄉土文學陣營的官方人士殺氣騰騰，似乎準備抓人，看起來尉天驄、王拓、陳映真陷入了危機，很可能被抓。在10月裡出刊的高準的《詩潮》被禁，以及10月3日陳映真被逮捕，關了36小時，後被釋放的這些事情，使得文壇風聲鶴唳，瀰漫一片恐怖氣氛。
一次是1978、01、18，國軍67年度所舉行的文藝大會，出乎意料之外，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在大會裡並沒有說要辦理提倡鄉土文學的人，反而確定了鄉土文學的正確性，呼籲所有的人應該要團結，鄉土文學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
●
H.考察最後何以王昇會呼籲團結？由可見的資料來看，是因為黨國的大老任卓宣認為鄉土文學不違反三民主義，而胡秋原反對政府介入鄉土文學論戰。另外是中壢事件在1977、11、19發生，民主政治風暴來臨，官方已經無暇顧及文壇的論戰，乃呼籲全民團結再說。
●
【論戰後受傷的幾個人】
鄉土文學論戰完之後，據我所知，有幾個人受傷的程度不小：
一個當然是余光中，因為他得罪所有的台灣鄉土作家，不論本省的或是外省人他都得罪光了。本來鄉土文學取代現代文學是很自然的事，無非是潮流所造成；以前都是現代文學獨霸文壇的現象，留美的的作家心向歐美，享盡了聲名，對台灣這塊土地沒有感情。現在時代改變，生活在台灣所有的人有被世界各國拋棄的危險，需要回歸到這塊土地，以求安心立命，繼續奮鬥下去，這是很重要的事。在論戰中，雖然有人罵他洋奴，但是他隨時都可以在報紙副刊上辯解，並不需要慫恿軍方政戰單位抓人進堅牢，他所作所為都太過分了！另外他硬性誣告鄉土文學理論家所說的工農兵文藝就是毛澤東所提倡的工農兵文藝，後來，人家對方也出來辯解，鄭重指出台灣的工農兵文藝並不是大陸的工農兵文藝，對方是很坦白無隱的，余光中應該放過人家，可惜他執迷不悟，硬是要栽贓嫁禍對方，這種作法是很沒有人性的！
論戰之後，他從此變成鄉土文學作家的拒絕往來戶，沒有人願意當他是朋友，台灣到處都有人不諒解他，連外省人都看不起他，尤其陳鼓應就寫了一本叫做《這樣的詩人余光中》，全面批評他的詩，全面否定他的詩，這是罪有應得！
※
一個是朱西甯。當時，所有的台灣作家沒有一個有分離意識，全都是中國意識，他沒有證據，竟然懷疑老作家對中華文化的忠誠度，真是見鬼了！那時朱西甯娶的老婆是劉慕沙，是一位台灣客家人，也是留學日本的學者，讓人覺得他對自己的太太是否也要起懷疑？同時，既然他是本省人的女婿，就不應該誣陷本省人，他的作法使人覺得他很反常，有違倫理道德，後來當然就變成台灣鄉土文學老作家的拒絕往來戶。他私底下表示，後來的本省作家都不理他了，使他感到很難過。這也是罪有應得，是一種現世報！ 
※
另一個是王文興。由於他對台灣農人的困境不是很清楚，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認為台灣農人的低收入不值得同情與改善，讓本省作家非常生氣。有人寫了一篇〈這樣的教授王文興〉的文章來譴責他，後來還收集了相關的批評他的文章，編成一本專門批評他的書，擺明不原諒他。王文興不知道反省，依然故我，一味硬拗，簡直胡說八道到底！世界上無明這麼重的人還很少！我想王文興終其一生應該也沒有半個本省人作家朋友，本省人也不可能原諒他，這也是活該！

二、鄉土文學論戰中，有人提到了農村的實際經濟狀況嗎？
●
三、我的鄉土文學作品的創作背景與內容解說：
1.1976、07，當兵前的暑假寫作〈花鼠在立志的故事〉，1978、12發表於《台灣文藝》第61期。
2.1977、04，在林邊軍營中寫作〈大頭崁仔的布袋戲〉。
3.1977、05，在林邊軍營中寫作〈打牛湳村──笙仔貴仔的傳奇〉，1978發表於《台灣文藝》革新號第5期。
4.1978、10、25，發表〈糶榖日記〉於《前衛》文學叢刊第二輯。
【注：以上四篇小說裡都出現了「打牛湳村」這個村莊的名稱。】
5.1979、06，《變遷的牛眺灣》由遠景出版社出版。
6.1980、06，《蓬萊誌異》由遠景出版社出版。
7.1985、05，《廢墟台灣》由前衛出版社出版。
8.1996、05，《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由前衛‧草根出版社出版。
9.2001、02，《熱帶魔界》由前衛‧草根出版社出版。
10.2012、05，《天上卷軸》由印刻出版社出版。
◎附錄：
鄉土文學論戰年表
◎宋澤萊編
1970年、11，「釣魚台事件」爆發，引起反美、日帝國主義的風潮。反對者喊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
●
1971、10、25，台灣退出聯合國。引動投機分子、資本家、少數官員與民意代表的移民潮，震動台灣。知識青年們誓做「人民的的先鋒隊」！
●
1972、02，中【台】美斷交。
●
1973、02，唐文標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誰來烹魚？因洪通而想到的〉，說：「洪通的話算不算鄉土藝術呢？我的解釋是這樣的，他的確事鄉土性的藝術家。」以後報紙副刊相繼介紹鄉土藝術，才開始看到有人使用「鄉土文學」這個名稱。
●
1973、春天，王文興的小說《家變》引發了正反兩方辯論，影響廣泛，最後爭執點落在「方言」 的使用上。使得黃春明、王禎和這批「方言小說家」受到重視。
●
1974、03，遠景出版上出版黃春明小說集《鑼》、《莎喲娜拉，再見》，5個月後迅速再版，鄉土文學突然流行起來。
●
1975、09，《聯合報》推出「台灣鄉土小說」系列專集，首先登出心岱小說。
●
1976、02桂文亞訪問楊牧〈詩話：楊牧訪問記〉一文登載在《聯合報》上，楊牧說近年來，台灣鄉土文學廣受重視是自然的發展。
●
1976、02，鍾肇政接受林小戀訪問，在《出版家》52期的一篇〈鍾肇政的世界：寫作、教學與讀書〉裡提出「鄉土文學」就是「風土文學」的看法，他說：『我認為「鄉土文學」的說法相當籠統，如果要嚴格的賦予定義，我想是不可能的，沒有所謂「鄉土文學」。用一種比較廣泛的眼光來看，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鄉土的，沒有一件作品可以離開鄉土……因為一個作家寫東西必須有一個立腳點，這個立腳點就是它的鄉土，或者，我不如說，那是一種風土……人人的眼光都放在那個『鄉』，說那是鄉下的，很土的，那種說法我是不能贊同的。』
●
1976、02、28，《夏潮》雜誌創刊。這個刊物的立場是擁護鄉土文學，並且將要整理從日據時代到現在的台灣文化歷史資料。
●
1976、08，《夏潮》雜誌第5號在封面標出雜誌焦點是「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
●
1976、10，《中國論壇》創刊一周年特大號，江帆發表〈現代人與現代化〉，戰後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已經走入大困局，陳述了下層階級的生活困難。他說：『在這樣農工皆不能獨立自主樣樣仰人鼻息的經濟結構下，一般人的精神面貌當然也就無法自主，而相信只有外國的月亮才是圓的。這就是我們一向頗為自詡的「現代化」，也正是造成我們今日大困局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又說：『在物質上，光復後中產階級以上的階層日趨豐裕，是有目共睹的。現在，這些人的物質生活豈止是豐裕？大企業家掛的是一只十幾萬元甚至有高達兩百萬元的手錶，坐的是一百萬元的轎車，請一桌幾萬元的酒席，根本像九牛隻一毛。然而工廠裡的女工，月薪不過兩三千元，一年的薪水，一毛不花，累積起來還不夠富商巨賈一桌酒席的費用。農民呢？糧食保證價格並沒有完全做到，當收穫時，總有一些不利農民的消息傳出，像糧倉不夠，陳米未清啦，農會拒絕收購，逼得需錢急如火星的農民只好折價向米商求售。從目前農村勞動力的嚴重缺乏，青壯年都出外謀生，由老弱婦女在勉強撐持，不難想見其光景。至於軍公教人員，高階層的生活固然相當闊綽，但一般中下層階級……疲於奔命。』又說：「去年稻米的總產量達2百49萬公噸，據稱是歷年最高的產量。然而好幾年，我們從國外進口的小麥、玉米和黃豆，年年都高踞3百萬至3百50萬公噸之間。……可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我們的農業是被犧牲了。」
※
同一期王津平在《中國論壇》的〈讓健康繼續成長：對文化界的展望〉一文，攻擊余光中，罵他洋奴，說：『有一點必須在這裡嚴正指出：當初在國內第一為大力推動新歌謠的，卻是一位洋奴心態很深的「大師詩人」，……他一面發出對中國及中國人的呼喚，一面卻可望死後在英國貴族墓園的西敏寺下葬。』
●
1977，01，卡特就任總統，他一貫主張「美中關係正常化」，對台灣的外交更加不利。
●
1977、03，《仙人掌》雜誌創刊；蔣勳在《雄獅美術》製作「回歸鄉土，試論鄉土」專輯。
●
1977、04、01，《仙人掌》雜誌2期出刊，以「鄉土與現實」為標題，以「鄉土文化何去何從？」為副題，登了11篇正反兩面的文章，王拓、蔣勳、唐文標、尉天驄、陳映真、銀正雄、朱西甯都發表了文章。大家都在探討「何謂鄉土？」
※
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批評了台灣作家跟隨了世紀末的頹廢世界觀，仿效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的麻木、荒謬、病態、不關心現實的風尚，同時因為「鄉土文學」這個稱呼容易引起城鄉對立、地域主義、被認為是鄉愁文學的種種毛病，所以建議用「現實主義文學」來取代「鄉土文學」這種稱呼，他說：『鄉土文學……就是根植在台灣這個現實社會土地上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的和心裡的願望的文學。……這樣的文學，我認為應該稱之為「現實主義的文學」而不是「鄉土文學。」……有必要把「鄉土文學」改稱為「現實主義」的文學。』這一點後來成為論戰的交點之一。
※
銀正雄的〈墳地哪來鐘聲〉則批評鄉土小說有了仇恨的傾向，並覺得鄉土文學可能會走向地域觀念與普羅左傾路線，他說：『然而，民國60年後，「鄉土文學」卻有逐漸變質的傾向，我們發現某些「鄉土」小說的精神面貌不再是清新可人，我們看到這些人的臉上赫然有仇很、憤怒的皺紋，我們也才領悟到當年被人提到的「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工具的危機。』又說：『「鄉土文學」走到今天的居然變成這個樣子，真令人寒心，而今天又有人高喊在文學上要「回歸鄉土」了。問題是回歸到什麼樣的鄉土？廣意的鄉土民族觀抑或偏狹的鄉土地域觀念？如果是後面這條路，我們要問那跟三十年代的註定要失敗的普羅文學又有甚麼兩樣？』
※
朱西甯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則對本省人的鄉土文學很不放心，覺得鄉土文學受日本文化的污染，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忠誠度不夠，要先解決這個問題，才能回歸民間，這是暗地裡懷疑鄉土文學有與中國民族文化分離的傾向。他說：『鄉土文學分明被侷限在台灣鄉土上……要留意的尚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在台灣這塊邊土上所存留的漢文化老根，實則已經多多少少受到了日本文化有益的斲傷……因而……穩穩健漸的來密接上民族文化的主根，才好一無虞慮的回到民間。』
●
1977、05、01，葉石濤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在這篇小型的文學史裡，葉石濤廣泛敘述日治時代的重要作家，並且明顯的把「台灣鄉土文學」等同整個「台灣文學」來看，提出台灣鄉土文學是以「台灣為中心」所寫的作品，應該具有「台灣意識」，同時認為台灣文學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也批評了留美學者所寫的外域文學，他說：『很明顯的，所謂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台灣人﹝住在台灣的漢民族及原住種族﹞所寫的文學。然而由於台灣在歷史裡曾經有過特殊的遭遇──被異族如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竊佔幾達一百多年的慘痛歷史，所以在這塊土地的鄉土文學上，亦留下了使用外國語言所寫的有關台灣的作品。』又說：『僅管我們的鄉土文學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但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便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台灣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文學的作品。……它應該具有根深柢固的「台灣意識」，否則台灣鄉土文學豈不成為某種「流亡文學」？我們以為 部分留美作家的作品，假若缺少了這種堅強的「台灣意識」，那麼縱令他們所寫的在美國冒險、漂泊、疏離感等的經驗和記錄何等感人，也不算是台灣鄉土文學……那麼所謂的「台灣意識」──即居住在台灣中國人的共同經驗，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同經驗；換言之，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經驗以及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共同記錄，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是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
●
1977、05、05，尉天驄在淡江文理學院舉辦的「二十世紀文藝思潮及中國前途」座談會上，回答學生提問時，回答學生，認為創作工農兵文藝沒有甚麼不好，引發日後長時間的被攻擊，他說：『有些人說鄉土文學最後的結果就是「工農兵文學」；工農兵文學並沒有甚麼不好，我們之中許多人都是農人出身，農人唱唱歌，工人寫寫東西，當兵的提倡軍中文藝，又有甚麼不對？』
●
1977、05、10，《中國論壇》4卷3期，王拓使用李拙筆名，發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動向〉，認為保釣運動和台灣退出聯合國事件，使青年學生與社會大重大大覺醒，是造成「鄉土文學」被人所喜愛的原因。同時，他認為來到1974年社會矛盾越來越被關注，不景氣的問題、失業的問題、年輕人的出路問題……日益嚴重，他因此說了更尖銳的話，說：「文學應該正確地反映社會的矛盾。」這一點也引來長時間的被攻擊！
●
1977、06、05，此時，《中國論壇》已經改變它支持鄉土文學的態度，開始批評鄉土文學。在它所推出的「如何發展民族音樂」專輯裡登載顏元叔座談會上的發言，說：『最後，我要對那些大喊「工農兵文藝」的左派人士聲稱，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絕對不是甚麼可羞的事。……知識分子是極權專制的批評者與抗拒者，因此像中共那樣的政權就不能容忍知識分子的存在。那些打擊知識分子的人，就是極權專制的擁護者。』
●
1977、06，陳映真在《台灣文藝》革新好第2期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一文，批評了葉石濤在〈台灣鄉土文學導論〉一文裡濃厚的「台灣意識」，特地強調「台灣意識」就是「中國意識」，他說：『但是從中國的全局去看，這「台灣意識」的基礎，正是堅毅磅礡的「中國意識」了。』在這裡可以看見陳映對「台灣意識」的排拒！
●
1977、07、01，陳映真在《仙人掌雜誌》第5期的〈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一文，特別強調鄉土文學以黃春明、王禎和的作品為代表，說：『……這一切的變化，使年輕的一代，從原本只知引頸「西」望反轉過來看自己本身、自己社會、自己同胞和自己鄉土，他們喊出了一個口號，「要擁抱這個社會，要愛這個社會。」於是，有了社會調查的運動，到山地、漁村、礦區等去調查當地的實際生活情形，……這是30年來第一次在台灣的青年字典中有了一新的詞彙──社會意識、社會良心、社會關心。在這樣的思潮下，台灣文學也有了轉變，這就是以黃春明、王禎和為代表的「鄉土文學」。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家，全面地檢視了在外來的經濟、文化全面支配下，台灣的鄉村和人的困境。』
●
1977、07、20，《聯合報》在〈台北訊〉裡登出：由國民黨中央文工會主辦的「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定在8月下旬舉行。這個消息非常重要！這個會談將是反鄉土文學的大集結！頗引起文壇的關心。
●
1977、07、27，彭歌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對偏向的警覺〉一文，對提倡鄉土文學的言論提出嚴厲警告，他說：『近時有一些作品，以「社會意識」和「關心大眾」為名，刻意「反映社會矛盾」；無論如何辯解和掩飾，其主要的效果是在「挖牆角」。』
●
1977、08、01，尉天驄在《夏潮》第17期發表〈文學為人生服務〉一文，再度提出鄉土文學的目標；同時澄清他所說的「工農兵文藝」不是大陸的「工農兵文藝」，他說：『我們關心我們的現實，寫我們的現實，這就是鄉土文學。他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反買辦、反崇洋媚外、反分裂的地方主義。』又說：『那天，在淡江文理學院仍然有人問：鄉土文學搞到最後會不會變成工農兵文學？……當然，有人要把工農兵文學專指大陸上的那種文學而言，這就更加不可能，兩個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生活方式的世界，能產生相同的文學嗎？既然不能，我們就應
該放心下來。』
●
1977、08、01，趙光漢在《夏潮》第17期發表〈鄉土文學就是國民文學〉一文，為鄉土文學作了一個很正面的定義，他說：『鄉土文學中的特殊風土和地方色彩是鄉土文學可愛的地方，但不因此失去全民、全國的國民文學意識，所以鄉土文學不可誤解為「鄉下的，很土的」文學，「鄉土」是指吾人生長的地方，鄉土文學即是指反映吾人生長地方的民族、民權、民生種種問題的文學而言，地理上包括鄉村、，也包括都市，人物包括了士農工商軍等各種身分，也就包括了知識份子、農人、工人、商人、軍人。』
●
1977、08、01，三民主義專家任卓宣在《夏潮》第17期發表〈三民主義與鄉土文學〉一文，明確地說鄉土文學不是中共的工農兵文學不一樣，他說：『不，完全不同。一全大會就提出農民、工人的重要性。這與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完全不同。工農兵文學由無產階級的文學來，但農民不是無產者，他們是擁護私有財產的。再如我們今日的軍中文學，也可以表現民族文學的精神，不能誤解為工農兵文學的。再者，各方面的人都可以參加文學活動。工人中的知識份子可以描寫工廠、工人，這便是生產文學，講生產的事，不是所謂工農兵文學。』
●
1977、08、05，彭歌在《聯合報》發表〈統戰的主與從〉一文裡，暗地裡說鄉土文學是一種本省人的地方意識，且受到中共統戰的利用，他說：『中共對台灣的統戰工夫，除了通常使用的醜化、造謠、誣蔑之外，主要集中於兩點，一是地方意識，挑撥所謂外省、本省之間的感情，一是攻擊我們的經濟建設。近幾年尤著重後者。」
●
1977、08、15，《中國論壇》舉辦「當前中國的文學問題」座談會，黃春明、尉天驄、陳映真、王拓還有朱炎先後發言。【登載在《中國論壇》5卷1期】
※
黃春明說強調鄉土文學不是地域取向的，他說：『今晚我就鄉土文學所遭到的壓力和錯解，提出我的兩意見和一點說明：第一、我們要愛護這土生土長的文學。第二、「鄉土文學」這土生土長的文學，是採用關係著現實人生題材，我們要能肯定這取材於現實環境的寫實文學。第三點所要說明的是，土生土長的鄉土文學，這種對語言文字的運用並不是地域性的，這類被誤解情形應作一個澄清。』
※
顏元叔反對工農兵文學這種政治宣傳口號，同時認為台灣文學的筆寫到漁村、農村是必要的，他說：『台灣文壇最近又出現了其他很活躍的口號，例如什麼「工農兵文學」，有人指責我說，「工」、「農」、「兵」也是社會的大多數，為什麼不能以他們為描寫的對象，其實我所指的「工農兵文學」，是那種「工農兵」口號的政治觀念、文學觀念，和「社會主義寫實」、「馬克斯主義文學觀」相同的代名詞，是有它的政治意圖的。這種接受政治指導的文學是宣傳，而不是文學作品。』
不過，他也說：『我個人以為若是鄉土文學指文章是具有鄉土色彩，內容具有鄉土氣息的，我是贊同這單純命名的。台灣文學的筆寫到漁村、農村是必要的。如果是口號，是文學派別，然後隱然排斥其他文學作品、派別，則具有許多毛病。』
※
彭歌說則提出中國文學路線是自由、人性的路線，反共是目標，他說：「最後我要歸結到中國文學的路線，是自由的道路、人性的道路、反階級的道路……一切的文學作品，都可以產生反共的影響……。」
※
朱炎則反對黃春明所說的應該同情山胞魯凱族的話，說：『剛才他【黃春明】說到魯凱族面臨種族滅亡之危機的情形，說得非常可憐，我雖然努力想去跟他那樣激動去同情他們，但是沒有做到，因為我馬上聯想到印度、非洲飢荒，一下就餓死成千上萬的人，還有我們被奴役的八億同胞，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所以我聽黃先生講山胞的故事，自然感到八億同胞被奴役跟幾百山胞的困境，在數字與受苦程度上是不成比例的。』
●
1977、08、17，彭歌在《聯合報》3天連載〈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對鄉土文學理論家王拓、陳映真、尉天驄提出嚴厲警告，文章裡帶有非常濃烈的政治當局色彩，他說：『在中華民國的國土之內，國民經濟蓬勃發展之時，卻被形容為「殖民地經濟」、「買辦經濟」，這不只是對政府的不公道，也是對胼手胝足、嘔心瀝血努力建設的同胞極大的侮辱。』又說：『我不贊成文學淪為政治工具，我更反對文學淪為敵人的工具。如果不辯善惡，只講階級，不承認普遍的人性，哪裡還有文學？』
●
1977、08、20，余光中在《聯合報》發表〈狼來了〉一文，他刻意把台灣的鄉土文學與毛澤東提倡的工農兵掛勾，並且拋出了要「抓頭」的血滴子，把鄉土文學論戰推到極恐佈的局面，說：『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文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所謂「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民國3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明確宣佈：「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放過知識份子，因為他接著又說：「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那麼該怎麼合作法呢？毛澤東也有具體的說明：「文藝界的主要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使不是和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和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以上引證的幾段毛語，說明了所謂「工農兵文藝」是什麼樣的「新東西」。其中的，若干觀點和近年來國內的某些「文藝批評」，竟似有些暗合之處。」又說：『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優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學」……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是和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每人都分到一頂。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先檢查檢察自己的頭吧。』
●
1977、08，在余光中〈狼來了〉發表不久後，高準所辦的《詩潮》第一期被查禁，帶來鄉土文學陣營的恐懼。
●
1977、08、29召開國民黨中央舉辦「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聯合報》的社論登出〈當前的文藝政策〉一文來配合會談，推崇戰鬥文藝的重要，貶斥鄉土文學的一切理論，說：『「戰鬥文藝」要求反共，要求動員，邀求團結，要求和諧，要求團隊精神，整體利益。所以，在戰鬥文藝的涵蓋下、要求下，無所謂「鄉土文學」、「寫實主義」，更無所謂「工農兵文藝」……大家都是中國』人……根本沒有甚麼「土生土長」與非「土生土長」的分別。……如果不在「戰鬥文藝」的大前提下，從事各種不同題材的寫作，而把作品區分……那要不是把「戰鬥文藝」作硬生生的劃分，便是可批判的「生於其心」觀念。』
※
「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召開，余光中出任主席團成員，彭歌為第四分組召集人。
※
據會議現場的目擊者王健壯說：「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開會後的發言人早已經內定，信疆與我空有滿腔憤怒卻無處可發。祇能眼睜睜看著那位大詩人，站在台上拐彎抹角批判鄉土文學，並且聽到警備總部那位專管文化的官員，嘴巴裡竟然說出這樣的警告：「對於那些不聽政府勸告的人，政府不是不辦，祇是時候未到！」肅殺之氣，令人不寒而慄。』
●
1977、09，黨國老文化人胡秋原在《中華雜誌》上，發表批評彭歌的文章：〈談「人性」與「鄉土」之類〉，內文呼籲政府不要隨余光中起舞，抑制鄉土文學。他說：『我主張自由。但第一，任何人無褻瀆民族之自由。第二，共黨不應有自由，因為他們根本否定自由。超過了這個任務，政府不要介入。如果有人報告「狼來了」，也要看看，找內行人來看看，是否真狼，也許只是一隻小山鹿呢？……常常有人談「文藝政策」，這名詞根本由蘇俄來。我以為在文藝上最好政策就是遵守憲法規定，同時供給作家以便利，鼓勵愛國反共作品，聽其自由競爭與辯論。政府參與文學論爭，將成為笑談，若揚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
●
1977、09、10，王拓連續三天，在《聯合報》發表〈擁抱健康的大地〉一文，反駁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揭露了農人、工人的困境，他說：『我認為台灣30年來的經濟成長與工商業的繁榮，是以低米價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米價低才能使非農業人口在低收入的情況下吃飽肚子，所以低米價是低工資的前提。也就是說，由於米價低，台灣才具備更好的的條件來提供廉價而且穩定的勞動力，來發展勞力密集的初級工業，而台灣這些年來的經濟繁重是大力發展勞力密集工業的成果。但是在到米以外的其他物質，在這30年內的價格卻相對地升高猛漲，這樣自然使得農、工的收入鄉對地減低，比起其他職業和其他階級的人來，農工的生活也鄉對地落後和辛苦。』又說：『我們先來看看農民的農業收入。民國63年12月，許信良省議員在省議會的大會總質詢中曾指出：「根據政府的說法，目前稻谷每公斤訂為新台幣10元的保證價格，可以使農民獲得百分之20的利潤。百分之20的利潤道底多少呢？我想有加以說明的必要。台灣每一農戶的平均耕作面積為1點5公頃，每公頃的平均年產量是6千公斤。耕種一公頃半的稻田，一年收或9千公斤稻谷，每公斤售價10元，得9萬元，百分之20的利潤是1萬8千元。一戶農家月入是1千5百元，還不如工廠女工。」他又在62年3月的大會總質詢鐘說：『根據中興大學所作的的調查，今日的農家普遍負債，不是小債，而是大債。許多調查也都指出，本省的農業生產所得不夠成本，所以農民可以說都是貧戶。」』又說：『至於工人的收入又如何呢？……到63年底，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一個女工初級作業員的每月平均工資，也不過調整到2200元而已，至於工資較高的的製造業勞工的每月平均工資，根據經濟部64年8月所發表的統計，也只有4046元。』
●
1977、10，陳映真在《中華雜誌》登載〈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文章裡批評朱炎的談話，說：「一個每日生活於斯的自己國家的土地不抱有一絲感情；對於衣之食之，日日相接的民眾不懷有一點點同胞的愛情的人，怎麼能從心靈的深處真正地關切整個苦難的中國，又怎能真正地愛七、八億偉大的中國同胞？」
●
1977、10，蔣勳在《綜合月刊》第108期的〈灌溉一個文化的花季〉一文，提出釣魚台運動和聯合國事件與鄉土文學論戰的關係密切，他說：「1972年，釣魚台運動和聯合國事件都已經發生；當時整個歐洲與台灣保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只剩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被許多人討論過的所謂「回歸鄉土」的文化運動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這種運動至今還處於相當曖昧混雜的階段，也正是它正面與負面的作用力還糾結在一起的緣故。台灣的情勢越緊迫，正面與負面的作用力也將運動得越急速，摩差也越大，運動方向的不同才更明顯。一方面有人越是急著取外國籍，越是急於把財產轉至國外，越是不擇手段的求取暴利；另一方面就會有人更激烈抨擊崇洋媚外、更急切地呼叫熱愛鄉土，更狂猛地向特權與黑暗勢力挑戰。目前因「鄉土文學」引發尖銳論戰，正可以說明70年代對國際逆勢而產生的正面與負面的運動已有逐漸明朗化的趨勢了。」
●
1977、10、1，張忠棟《中國論壇》發表〈鄉土‧民族‧自立自強〉一文，反對鄉土文學陣營用「殖民經濟」和「買辦經濟」來說台灣的經濟，他說：「我們已經是一個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繼續需要外國的原料和外國市場，……最忌諱的就是排外傾向……極端排外的後果是什麼呢？拿義和團的歷史來看，那是一場戰禍。」另外在同期，孫震也寫了〈台灣是殖民經濟嗎？〉一文，批評王拓的經濟觀點，說：『既沒有公平的批評，更沒有有用的建議，甚至連沒有用的建議也沒有；有之，則不過給我們的經濟發展戴上了「殖民經濟」和「買辦經濟」的帽子。』
●
1977、10、01，《聯合報》復刊由軍系作家瘂弦主編，反鄉土文學的陣營更加堅強。
●
1977、11、16，尹雪曼收集對鄉土文學具有敵意的許多文章，出版《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因為這本書在軍方的「清溪新文藝學會」出版，代表了軍方的立場。
這本書對鄉土文學一方所提出的「工農兵文藝」、「現實主義文學」、「揭發社會矛盾」……種種理論提出嚴厲批判。
●
1977、11、19，中壢事件發生。
●
1977、12、18，余光中在《聯合報》寫〈離台千日：《青青邊愁》後記〉，陳述他發表了〈狼來了〉一文之後的壓力，說：「來港前夕，夏志清在信裡早已預言，說我定然受不了左派的攻擊，情緒不會愉快的，我回信說，沒有關係，我對被罵一事不無訓練，耳皮早以磨厚了，果然來後不久，我的右耳不悅左耳，一陣排炮自左轟來，作者站在暗處，多用筆名，顯得人多勢眾的樣子，老實說，那樣的炮聲並不震耳，我笑一笑，且當歡迎的禮炮聽吧。」
●
1978、01、01，洛夫在《聯合報》刊登他寫的〈詩壇風雲：這一年詩壇的回顧與檢討〉一文，反對鄉土文學作品與理論，他說：『在所謂『鄉土文學』及『社會寫實主義』雙重掩護之下，三十年代『普羅主義』意識形態借屍還魂，甚至有人在有意無意之間公開倡導『工農兵文藝』，以圖污染這塊純淨的文學園地。』
●
1978、01、01，王文興在「第一次耕莘文學講座」演講，說他不反對鄉土文學的作品，但是反對鄉土文學的理論，他說：『我認為鄉土文學的創作本身重視現實生活，確實有它的功勞……但是鄉土文學的理論，恰恰相反，幾乎全盤都錯。所以我的結論是：鄉土文學的創作，我不反對，而鄉土文學的調調，我反對到底。』
●
1978、01、18，國軍67年度文藝大會舉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在第二天閉幕時，呼籲文藝界要團結。被認為是鄉土文學論戰的結束。
●
1978、02，曾祥鐸在《中華雜誌》發表〈參加國軍文藝大會的感想〉一文，對軍方的態度有很詳細的描述，他說：『67年國軍文藝大會，於元月18、19兩天在台北舉行。出席者有軍中作家及被邀請的社會人士共4百餘人……王昇上將……他說，純正的「鄉土文學」沒有什麼不對，我們基本應該「團結鄉土」。愛鄉土是人類的自然感情，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是高貴的感情，不應該反對的。就算是有些年輕的鄉土作家們偶或偏激了一點，他們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過去流傳下來的某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反對社會上某些黑暗與不公平，這也可能是出自年輕人一種天賦的正義感，只要是動機純正的，我們就應該聽聽，應該諒解，應該善意的交換意見，應該團結這些人，不要把她們都打成左派，統統給戴上紅帽子。事實上我也知道有些鄉土作家並非如此……我們要講求團結，只有團結才能產生力量，只有緊密的團結，才是生存之道，才是反攻復國重建中華的金城湯池漢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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